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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印①，邹德强② 

摘  要 在选项框架效应的以往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只关注了直接把决策者安排到某一个固定框架时的

产品定制决策行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并不存在已经表述好的固定框架，在哪一种“定制框架”

下完成产品/服务的定制完全可以由消费者自行选择。本研究通过以移动通信服务和旅游服务定制为背景的

两个实验，考察了定制框架的自我选择对消费者服务包定制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选择通过“加法”

和“升级”的方式来进行服务套餐定制的被试者数量要显著多于选择“减法”和“降级”的被试者； 2）

即便定制框架是由消费者自己决定的，它依然会对消费者随后的服务定制过程中的选择行为产生影响，选

择在“减法”和 “降级”框架下完成定制的被试者，定制出的服务套餐价格更高。3）选择“减法”和“降

级”定制的消费者完成整个定制决策要花费更多时间，但在决策满意度方面，却与选择“加法”、“升级”

的消费者没有显著差异。4）对价格的关注、实现控制、避免由删除或降级而带来的矛盾情绪是消费者选择

“加法”和“升级”定制框架的主要理由，而选择“减法”和“降级”定制框架的消费者更主要是由于他

们对服务质量和效用的关注。作者讨论了上述研究发现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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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法”与“升降级”：框架的自我选择与服务包定制决策③ 

     

0 引言 

随着个性化需求的日益凸显，定制化(customization)产品开始备受消费者青睐。DTC 零

售咨询公司的调查显示：有 50%以上的消费者愿意购买定制产品；在汽车制造业，可供定

制的附加项目(options)的售价虽然只占整车价格的 22%，但其利润率却高达 10%以上；宝马

“迷你(Mini)”汽车的买家平均在每辆车上花的定制费用约为 5000 美元，相当于原车价格的近

三分之一；力狮(Legacy)汽车通过提供定制产品使得新车月销量从 5 辆增加到了 180 多辆。

在国内，海尔推出“定制冰箱”一个月内就接到了多达 100 余万台的定单，相当于其全年冰箱

销量的三分之一。研究人员发现，相比于标准化产品，消费者对定制产品具有更高的感知价

值和满意度(Franke and Schreier, 2009; Kurniawan et al., 2008)。对于企业而言，定制化不仅能

有效改善产品市场表现，对于促进企业基于消费者参与的产品创新、培养顾客忠诚都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Dellaert and Stremersch, 2005)。 

消费者在产品定制过程中的选择行为会受到企业所使用的定制方案的影响。Park et 

al.(2000)、Levin et al. (2002)、Biswas and Grau(2008)等人发现了产品定制情境下的选项框架

效应(option framing effect)，选择任务的不同表述方式会影响消费者对定制选项的偏好：消

费者从完整产品配置(full model)出发删除掉自己不需要的项目(以下称减法框架：subtractive 

option framing)要比从基本配置(base model)出发添加(以下称加法框架：additive option 

framing)自己需要的项目选择更多、更贵的附加项目(options)、最终定制出总价更高的产品。

这种选项框架效应在汽车(Park et al., 2000; Biswas and Grau, 2008)、比萨饼(Levin et al., 2002)

等有形产品的定制任务中均得到了证实。最近，金立印等(2008)在移动通信服务包的定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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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中也发现：以减法方案进行定制的实验组所定制出的服务包总价是加法定制实验组的1.8

倍，并且这部分差价主要是因为减法方案进行定制的被试选择了更多享乐型(hedonic)业务。 

上述研究结果说明：企业所呈现的产品/服务定制方案会显著地改变消费者在定制过程

中对各个选项的偏好。对此，学者们认为是消费者的参考点依赖和损失厌恶倾向导致了偏好

逆转现象(Park et al., 2000; Biswas and Grau, 2008)：对定制任务的不同框架表述（加法和减

法）使消费者形成了不同的参考点，在 “加法”框架下，消费者以“基本型”产品价格（相对

较低）为参考点，因增加选项而蒙受的金钱损失感知相对较高；而在“减法”框架下，则以“完

整型”产品价格（相对较高）为参考点，因删除选项而获得的金钱利得感知相对较低，加之

消费者对金钱和产品效用的损失厌恶的不对称性，就出现了上述的选项框架效应。 

框架可以是决策者对决策信息进行主动编码和加工的结果，也可能是别人提供和包装信

息的结果(Tversky and Kahneman, 1981)。也就是说，个体在进行决策时的编码阶段，既可以

接受外来任务提供的框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参考点来形成自我框架(self-framing)。但

是在现有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只关注了别人提供框架时的决策行为（张文慧、王晓田，2008）。

如在Park et al.(2000)、Levin et al. (2002)、Biswas and Grau(2008)、金立印等（2008）的研究

中，被试都是被随机分配到“加法框架”或“减法框架”两个实验组中，框架是给定的，他

们并没有自行选择定制方案(框架)的权利。而在实际生活中，很多时候并不存在已经表述好

的方案供决策者评价和选择，对定制方式的选择往往是产品/服务定制决策的第一步。因此，

探讨产品/服务定制情境中消费者如何选择“加法”和“减法”这两种不同的定制方案框架

（自我框架），自我框架在定制决策过程中是否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偏好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 

另一方面，除了现有研究所关注的“加减法”式定制框架之外，在现实生活中，企业在

提供定制方案时，也可以通过“升级”或“降级”替换产品属性水平的方式让消费者进行产

品定制，而不是简单地让消费者“添加”和“删除”。譬如在旅游服务的定制中，可以让消

费者将宾馆等级从原来的3星级升级到4星级（升级定制框架）。在电脑定制中，可以让消费

者把内存从原来的4G降级到2G（降级定制框架），等等。“升级”或“降级”定制框架，是

否会也表现出与“加减法”定制方式类似的特征，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以往研究大多围绕有形产品的定制而展开 (Bertini et al., 2009; Levin et al., 2002; 

Park et al., 2000)，而就消费对象而言，产品往往由于物理、技术因素的局限而不能提供大量

的附加选项。相比之下，由于服务具有很强的无形性，其增加附加业务的可拓展性（核心服

务与附加服务的兼容性）更强。而且，附加服务的边际成本也要比附加产品选项低得多，所

以服务企业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把大量增值业务附加（或打包）在核心服务上，形成一个服务

包供消费者选择。由于相当多的服务是以长期契约关系的形式被购买的，因此，消费者选购

附加业务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收益。然而，回顾现有文献，我们发现关于选项呈

现方式影响消费者选择的研究 (Bertini et al., 2009; Levin et al., 2002; Park et al., 2000) 主要

以有形产品为对象，还没有以服务定制为背景的相关研究。 

综上，本研究将以服务定制为主要背景，重点考察：1）服务定制情境下，消费者自由

选择定制方案、形成自我框架时，是否会产生与传统选项框架效应类似的影响？2）“升级与

降级”定制框架对消费者的服务包制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对现有研究进行系统梳理的基

础上，我们通过两个实验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索。在实验一中，我们以移动通信服务为背景

，考察了（加减法式）自我框架对消费者服务定制决策的影响；实验二中，我们以旅游服务

为背景，分析了（升降级式）自我框架对消费者服务定制决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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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框架效应是指由于问题表述的语境不同，对同一个问题的两种逻辑意义上相似的描述最

终导致不同的决策判断的效应。自从Tversky and Kahneman (1981)借助“亚洲疾病问题”向

人们展示框架效应现象以来，在心理学、行为决策和消费者行为领域引发了一系列的相关研

究，目前已经有大量研究证实了框架效应的存在(Kühberger, 1998)。在这一效应下，以肯定

或否定的方式做出一种选择的表述对后来的决策具有戏剧性的影响。人们在正面框架下表现

出受益时偏好规避风险(risk-averse preference for gains)；负面框架下表现出受损时偏好追求

风险(risk-seeking preference for losses)。由于同等数额的获得或损失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不同，

强调事物的积极/消极、成功/失败等不同的方面会使得个体最终的判断决策有所不同

(Tversky and Kahneman, 1981), 框架效应就会产生。 

框架效应之所以能够影响到个体的判断，是因为它可以影响到个体的认知过程。这种影

响可以通过三条渠道进行。首先，在其它方面都得到控制的条件下，负面事件会引发人们更

多心理上、情绪上、认知上和行为上的反应；第二，框架效应会影响到个体对信息的加工和

吸收；第三，框架效应会直接影响到个体信息加工的方式。Dunegan (1993)发现，接收到负

向框架信息的被试表现出更多的控制性、分析性思维的特点，而接收到正向框架信息的被试

表现出更多的启发式(heuristic)推理的特点。 

近来，学者们开始把框架效应引入产品定制决策的研究当中。Park et al.(2000)进行的模

拟选购汽车实验发现了选项框架效应，减法选出框架下的被试选择的汽车附加项目数量显著

多于加法选进被试组，导致其最终定制出总价更高的汽车。作者基于参考点依赖和损失厌恶

理论对此进行了解释：对定制任务的不同框架表述（加法和减法）使消费者形成了不同的参

考点，在 “加法”框架下，消费者以“基本型”产品价格（相对较低）为参考点，因增加选项

而蒙受的金钱损失感知相对较高；而在“减法”框架下，则以“完整型”产品价格（相对较高）

为参考点，因删除选项而获得的金钱利得感知相对较低，加之消费者对金钱和产品效用的损

失厌恶的不对称性，就出现了上述的选项框架效应。类似地，Levin et al. (2002)在基于比萨

饼定制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同样的选项框架效应。在最近基于服务定制任务的研究中，金立印

等(2008)再次验证了选项框架效应的存在，并发现消费者对享乐属性项目的偏好更容易受到

选项框架的影响。  

对于上述选项框架效应的原因，学者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阐释：(1)由于“买”和

“卖”方向的不同，人们对同一件产品的价值评价有很大的差异。在放弃（减法）条件下人

们会对产品做更多的比较，更多地思考产品的潜在价值(Strahilevitz and Loewenstein, 1998)；

(2)人们会对自己曾经拥有的产品选项有着更高的评价；相反，人们对未曾拥有过的产品选

项的评价相对偏低(即禀赋效应)；(3)相对于“放弃”方式来说，消费者更习惯以“选择”的

方式来做决策(Shafir, 1993)。所以，在用减法模式做决策时，消费者容易体验到负面的情感，

决策起来会觉得比较困难(Luce, 1998)； (4)在“加法”框架下，所呈现的“基本型”产品价

格（相对较低）成为消费者的参考点，使得他们感知到的因增加选项而付出的经济代价更大；

而在“减法”模式下，所呈现的“完整型”产品价格（相对较高）成为参考点，消费者感知

到的因删除选项而获得的经济利得幅度小；(5)消费者在不得不放弃某个产品时所感知到的

痛苦与不能获得时而感知到的痛苦相比会更为敏感(Carmon and Ariely, 2000)。因此，相比于

加法（选择）而言，消费者在减法（放弃）时表现出更强的损失厌恶倾向，进而保留了更多

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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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法”框架导致消费者在定制产品时的偏好发生变化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但目前对

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不充分(Biswas and Grau,2008)。一方面，现有研究中都是把被试者强制分

配到“加法”或“减法”框架下让其定制产品。而对于“加法”还是“减法”定制方案的选

择是由研究者而不是被试者完成的，这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决策情况并不相符。另一方面，

在很多服务的定制过程中，除了消费者可以一项一项地添加（或删除）某项业务（如开通或

关闭“短信天气预报”业务）之外，允许消费者在原有的服务包配置的基础上，针对各个属

性的不同水平进行“升级”或“降级”式定制的做法也是比较普遍的。譬如，旅行社可以允

许消费者把基本服务包（如3星酒店、8个景点、双卧）升降定制为一个高档的服务包(如5

星酒店、16个景点、双飞)。这种“升降级”式的定制框架是否同样会对消费者的定制决策

产生影响，目前尚不清楚。 

2 研究一：“加减法”框架的自我选择与定制决策 

2.1 研究假设 

在框架效应的以往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只关注了别人提供框架时的决策行为。然而在现

实生活中，一方面，很多时候并不存在已经表述好的方案供决策者评价，决策者往往需要自

我编辑、加工和表述信息，形成自我框架(张文慧、王晓田，2008)。另一方面，对于决策者

在“哪一个”框架下完成决策，既可以像以往研究中那样直接把决策者安排到某一个固定的

框架下，也可以由决策者自行选择某一个特定的“框架”。譬如，在移动通信服务包定制情

境下，企业可以安排消费者在“加法(减法)”框架下通过“添加(删除)”选项的方式，也可

以把选择“加法/减法”框架的权利交给消费者，让他们自己选择一种方式（框架）之后再

来完成服务包的定制。在本研究中，我们把由消费者自己选择一种框架称为定制情境下的“框

架的自我选择(self-selected framing)”，并尝试考察在这种自我选择框架对于消费者的服务包

定制决策的影响。 

Wang(2004)初步探讨了自我框架对个体决策的影响，该研究发现在决策者自己描述方案

时，也会采取不同的框架来描述自己所面临的选择，自我框架对决策者的风险偏好产生了与

传统框架效应相似的影响。McElroy, Seta and Waring(2007)进一步发现：自尊心较低的被试

者对可能的决策结果的自我表述更多地使用了负向、消极的情绪语气，他们在负性自我框架

的影响下也更倾向于选择冒险的方案。此外，自我表述框架中含有情绪反应的成分，这种自

我框架的情绪预期具有心理缓冲或准备的功能(preparatory function)：在面对想象中的消极事

件时，参与者采用了相对积极的自我表述语气。同时，这种带有心理准备功能的自我框架对

决策者的影响与传统框架一致，在正性自我框架中，决策者更倾向于规避风险，而在负性自

我框架中，决策者倾向于寻求风险(Wang.2004; McElroy et al., 2007)。 

根据 Tversky and Kahneman(1981)的观点，框架里包含决策者对环境中所提供前景的初

步分析，是决策和判断的前提。它常常是对各相关前景的简单表征，并像观察者的视角一样

影响进一步的信息加工。自我框架与他人提供的框架一个显著差异就是个体对问题并不时采

取一种单一视角。在 Wang(2004)的研究中发现多于 1/3 的被试者使用了不同的框架去描述确

定性方案(如用获救描述确定性方案)和风险性方案(如用“死亡”描述风险性方案)。此外，

自我框架也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认知表征，他们本身同时负载了决策者对情境的情绪反应和

心理调节(张文慧、王晓田，2008)。 

与 Park et al.(2000); Biswas and Grau(2008)的以往研究不同，在本研究中，我们将主要

考察消费者自我选择的定制框架（加法或减法）如何影响他们的后续决策。一方面，由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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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放弃”方式来说，消费者更习惯以“选择”的方式来做决策(Shafir, 1993)。并且在减

法框架下做决策时，消费者容易体验到负面的情感，决策起来会觉得比较困难(Luce, 1998)。

另一方面，根据 Wang(2004) 、张文慧和王晓田(2008)关于自我框架与个体决策关系的研究

结果，我们认为：在服务定制决策中，让消费者自我选择的“加法/减法”框架，将会发挥

与传统框架效应类似的作用。基于上述讨论，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当让消费者在“加法”和“减法”定制框架下进行自我选择时，将有更多的消费

者选择在“加法”框架下完成服务包定制。 

H2：相对于那些选择通过“加法”框架进行定制的消费者来说，那些选择通过“减法”

进行定制的消费者在服务定制过程中将选择更多数量的业务、定制出的服务包总价也更高。 

2.2 实验设计 

实验一将重点验证假设 1 和假设 2：消费者在“加法”和“减法”定制框架中自我选择

时，是否会有更多的消费者选择在“加法”框架下完成服务包定制，以及那些选择通过“加

法”框架进行定制的消费者是否会在服务包定制过程中选择较少数量的业务。 

为此，我们在金立印等人(2008)的实验设计方法基础上做了适当修改。不同的是，我们

要求被试完成一次为自己定制移动通信服务套餐的任务。并给他们同时呈现两种不同的套餐

定制模式（框架）。一种是允许他们在基本套餐基础上任意添加自己所需要的各项附加业务

（加法框架）、另一种是允许他们在完整套餐基础上任意删除自己不需要的业务（减法框架）。

每个被试首先需要在两个框架当中进行自由选择，然后分别按照自己所选择的定制方式在多

个附加业务中进行“取”和“舍”，来完成具体业务的定制，最终形成套餐。 

选择移动通信服务作为实验背景的原因如下：第一，在移动通信服务中，核心产品（通

话）之外的附加服务和增值业务众多，并且成为收益的重要来源；第二，定制化的销售模式

在移动通信行业的应用已经十分普遍，消费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开通或取消某些附

加服务；最后，根据预测试的结果(N=25), 被试群体对移动通信服务和定制过程都比较熟悉，

大部分(74%)都有过类似的定制经验。 

2.3 实验刺激物的开发与前测 

本研究所模拟的情景是假定被试者要为自己新买的手机入网，选择移动通信服务套餐。 

我们同时向被试者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套餐定制模式(框架)让其任选其一：1）在 “加法”框

架下，首先为被试者提供的是一个价值 20 元/每月的基本套餐，只包含基本的通话和短信功

能（基本型），之后告知被试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开通可供选择的 20 种附加业务（总价 120

元/月），每选择开通一项，相应的费用也随之增加。2）“减法”框架下，为被试者首先提供

的是一个价值 140 元的豪华套餐（完整型），该套餐除了基本的通话和短信功能之外（20 元

/月），还包含了总价 120 元/月的 20 种附加业务，之后告知被试可以自由地取消不需要的业

务，每取消一项，相应的费用随之减少。 

为了确定实验中合适的附加服务选项，我们对国内移动通信供应商所提供的附加服务

进行了调查，并整理出一份清单。之后，我们通过对 30 名 MBA 学生的预测试来判断各项

附加服务的实用性和享乐性程度。具体方法是，给他们每人一份附加服务的清单及对该项业

务的说明，然后要求他们阅读后根据各项业务的实用程度和享乐程度将其归为实用型和享乐

型两类，并回答他们对各项业务的熟悉程度、是否正在使用、有无定制经验等问题。根据，

(1)有 70%以上的被试把它归为某一类、(2)熟悉程度高，两方面标准，我们各选出了 10 种实

用属性强（总价格为 60 元）和 10 种享乐属性强（总价格为 60 元）的附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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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实验过程 

某高校 240 名 MBA 同学作为被试参与了实验。实验分为如下几个步骤进行。第一步，

在征得同意后，我们先给每位被试发放了一份关于 20 种移动通信附加业务的简要介绍，要

求他们阅读并熟悉各项业务的功能和价格。为了控制信息处理时间的影响，我们要求每位被

试的阅读时间都是两分钟。第二步，我们要求并协助他们准备可以计时的手表或手机用来计

时，让他们阅读并熟知“加法”和“减法”选项呈现框架的情景和规则。第三步，待所有被

试都熟知“减法”和“加法”框架的定制规则之后，要求他们在“加法”和“减法”框架之

中选择一种方案。4）根据被试的选择结果，要求他们按照自己所选择的框架，来选择开通

（打√，加法）或取消（打×，减法）各项附加服务，同时记录定制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最

后，被试填写选择“加法”或“减法”框架的理由，决策过程与结果满意、每项附加服务的

重要性、以及实用属性和享乐属性的强度等问题的量表并提供人口统计信息。实验完成。 

2.5 变量测量 

附加服务的选择结果和决策的起始时间（精确到秒）通过让被试者直接填写的方式来记

录。各项附加服务的实用属性和享乐属性的测量采用 5 点语义差别量表（“1”为享乐性很强，

“5”为实用性很强），在测量之前对实用性和享乐性作了解释和界定。决策过程和结果满意

的测量采用了 5 点 Likert 量表（“1”为非常不同意，“5”为非常同意）：“决策过程满意”使

用了“我对定制过程很满意”；“定制过程是一个令我满意的体验”；“定制过程没有让我觉得

不舒服”。决策结果满意使用“我对自己定制出来的套餐很满意”、“我所定制出来的套餐会

很好地满足我的需求”、“这个通信套餐物有所值”三个项目测量。 

2.6 分析结果 

在本次实验中，我们使用了“手机报”等 10 种业务来代表实用属性强的附加服务，

使用“每日笑话”等 10 种业务来代表享乐属性强的附加服务。单样本 t 检验分析结果显示

（附表 1）。“飞信”等被看作是实用属性强的 10 种附加服务的实用型属性评价均值都显著

大于 3 (p<0.01)，并且把这 10 种业务归类为实用型附加服务的被试比例很高(≥73.8%)。另

一方面，“每日笑话”等享乐属性强的 10 种附加服务的属性均值都显著小于 3 (p< 0.001)，

同样，绝大多数被试把这 8 种业务归类为享乐型附加服务(≥86.5%)。 

决策过程和结果满意这两个变量的 Cronbach α值分别为 0.842，0.899，都达到了可接受

的标准。我们取各个测量问项的均值作为该变量的测量得分用于后续的数据分析。 

实验期间有 32 名被试违法了实验规则或中途放弃，共 208 名被试者完成了实验。其特

征如下：男女比例为 47.6%比 52.4%；平均年龄为 31.3 岁，平均手机话费为每月 85.6 元，

平均通话时间为每天 32.5 分钟。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所有 208 名被试者中，选择“加法”定制框架的有 155 名（74.5%）、

而仅有 53 名被试（25.6%）选择了“减法”定制框架，与 50%具有显著差异(c2
(df=1)=35.027, 

p<0.001)。可见，当允许被试者自行选择“定制框架”时，更多的被试者选择了通过“加法”

框架来完成移动通信服务套餐的定制，我们之前的预测得到了验证。 

对于被试者所给出的选择 “加法”或“减法”的理由，我们进行了归类和重新编码，

并对其进行了频度分析。结果显示：选择加法框架的被试所给出的主要理由按照出现频率高

低依次为：价格便宜(49 人次)、余地和空间大/便于自由掌控(41 人次)、过程轻松/不矛盾(32

人次)、能够保证基本需求(28 人次)；选择减法框架的被试所给出的主要理由依次是：确保

高质量/满足高层次需求(31 人次)、基础好/第一印象的好感(24 人次) 、方便/自由(1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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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明确自我选择框架对被试者随后的套餐定制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先根

据被试选择“加法”还是“减法”定制框架对他们进行分组，然后考察两组被试在套餐定制

过程中选择附加业务的数量、套餐总金额、以及决策过程满意与结果满意、定制所花费的时

间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分析结果显示：自主选择“减法框架”的被试组平均选择了 9.143

个附加服务，而自主选择“加法框架”的被试组仅选择了 5.095 个附加业务，两者具有显著

差异(t=6.274, p<0.001)。同样，所定制出的套餐总金额也在两组中呈现出了显著差异(t=6.522, 

p<0.001)，选择减法框架的被试所定制出的套餐平均总金额为 63.841 元，而选择加法框架的

被试所定制出的套餐总金额仅为 35.127 元。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两种框架下实用型和享乐型附加服务被选择的数量和总金额（图 1

和图 2）。t 检验结果显示：“加法”和“减法”框架下实用型附加服务被选择的数量(t=1.125, 

p>0.1)和总金额(t=1.302, p>0.1)均没有显著差异。但是享乐型附加服务被选择的情况却不尽

相同，选择通过“减法”框架进行定制的被试明显比通过加法框架进行定制的被试在服务套

餐中纳入了更多数量(t=4.170, p<0.001)，和更高总金额(t=5.218, p<0.001) 的享乐型附加服

务。也就是说，当被试者自己选择一种框架进行服务套餐定制时，选项框架效应依然存在，

并且主要表现在对享乐型附加业务的选择上。这与金立印等(2008)将被试分别强制分配到

“加法”和“减法”框架下，让其进行定制决策的实验结果基本一致，间接说明了相对于被

试者对两种框架的偏好和自我选择与否而言，两种框架本身的差异是导致被试者选择的附加

服务数量的差异的主要原因。 

图 1 两组被试选择的附加服务数量 图 2 两组被试选择的附加服务金额 

此外，我们还比较了选择“加法”框架与“减法”框架的被试在“决策结果满意”与“决

策过程满意”方面的差异。分析结果显示。选择加法框架的被试与选择减法的被试在决策结

果满意(M 加法=3.79, M 减法=3.94)和过程满意(M 加法=3.61, M 减法=3.72)方面的差异均为不显著

(t=1.298, t=0.943, p>0.1)。选择通过减法框架进行定制的被试平均花费了 132.47 秒完成了套

餐定制，而选择通过加法框架的被试平均花费了 107.95 秒的定制时间，两者的差异显著

（t=2.190,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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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果显示：当由被试者自行选择定制的“框架”，让其进行服务套餐定制时，选项

框架效应依然存在，并且与研究者分别指定一个特定框架、让其完成服务定制时，框架对定

制决策的作用效果相一致。同时，无论是选择“加法”框架还是“减法”框架，消费者之后

的定制决策过程满意和结果满意都没有受到框架的显著影响，只是相对于加法框架来说，选

择减法框架的被试在定制服务套餐上花费了更多的时间。 

3. 研究二：“升降级”框架的自我选择与定制决策 

3.1 研究假设 

在现实的产品/服务定制过程中，除了实验一中所提到的“加法”和“减法”模式之外，

有许多产品/服务可以通过消费者的“升级”和“降级”来完成。“升降级”式定制与“加减

法”式定制的本质区别在于：加减法式定制是在核心产品/服务的基本配置（完整配置）基

础上“增加（删减）”一些附加的属性或选项，这些附加的属性或选项对于核心产品/服务而

言并不是必需的。在增加（删减）某个附加项目时（如短信天气预报），消费者主要在该项

目的预期效用与金钱成本之间进行权衡。而升降级式定制则是通过在基本的低档配置（高档

配置）基础上对某些个产品/服务属性进行属性水平上的“提升或降低档次”的调整来完成。

相对而言，这些属性都是构成产品/服务所必需的。当升级(降级)某个产品/服务属性时，消

费者需要在“升级(降级)后的属性水平效用/成本之比(如 5 星级宾馆/400 元)”与“升级(降级)

前的属性水平效用/成本之比（3 星级宾馆/200 元）”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因此，相对于“加

减法”式的定制过程中消费者主要进行“添加或保留与否”的决策而言，“升降级”式的定

制过程中消费者将主要面“替换与否”的决策。基于上述讨论，我们认为：在“升降级”式

的定制情境下，让消费者自行选择通过 “升级”或 “降级”的框架来完成服务包定制，同样

会对他们之后的具体选择行为产生类似于实验一中所发现的效应，并作出如下假设。 

H3：当让消费者在“升级”和“降级”定制框架下进行自我选择时，将有更多的消费

者选择在“升级”框架下完成服务包定制。 

H4：相对于那些选择通过“升级”框架进行定制的消费者来说，那些选择通过“降级”

进行定制的消费者定制出的服务包总价更高。 

3.2 实验设计、被试及实验过程 

我们以旅游服务的定制为背景来对上述预测进行检验。实验设计方法如下: 我们首先根

据某旅游网站上的产品信息设计了旅游路线(昆明/大理/丽江)的经济型套餐组合和豪华套餐

组合(见附录)，两种套餐中均包含景点数、交通工具、住宿标准等在内的 9 项内容，只是在

具体的档次和价格水平上有所不同。同时，我们还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定制方案：一种是从经

济型套餐开始，对套餐内的各个项目进行升级式定制。另一种是从豪华套餐开始，对套餐内

各项内容进行降级式定制。每升级（降级）一项内容，相应费用也会增加（减少）。经济型

套餐升级到最高档次时，其内容和价格水平与豪华套餐一致，同样，豪华套餐降级到最低档

次时，其内容和价格水平与经济型套餐一致。 

某高校 220 名 MBA 学生作为被试参与了本次实验。首先，我们要求参与实验的被试假

想自己正在做旅游套餐定制的决策，并告知他们旅行社提供了经济型（2188 元）和豪华型

（4218 元）两种套餐，被试可以在“ 1）从经济型套餐开始进行升级式定制” 和 2)“从豪

华型套餐开始进行降级式定制” 这两种定制方式中选择其一，然后根据所选择的定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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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具体项目进行升级(降级)，最终形成一个自己满意的旅游服务套餐组合。 

在被试选择了自己的定制方式(框架)之后，我们开始记录他们进行具体升级或降级的起

始时间。在定制过程结束之后，被试填写选择“升级”或“降价”框架的理由，决策过程与

结果满意等问题的量表，量表测项与实验一相同。最后，被试提供人口统计信息。实验完成。 

3.3 分析结果 

实验期间有 19 名被试违反了实验规则或中途放弃，共 201 名被试者完成了实验。其特

征如下：男女比例为 42.3%比 57.7%；平均年龄为 29.8 岁，每年平均旅游次数为 2 次，每

次旅游平均时间为 4.5 天，平均花费为 2196 元。有 62%的被试者有过自己定制旅游服务的

经历。 

决策过程和结果满意这两个变量的 Cronbach α值分别为 0.875，0.882，都达到了可接受

的标准。我们取各个测量问项的均值作为该变量的测量得分用于后续的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所有 201 名被试者中，选择“升级”定制框架的有 115 名（57.2%）、

而仅有 86 名被试（42.8%）选择了“减法”定制框架，与 50%具有显著差异(c2
(df=1)=4.184, 

p<0.05)。与实验一“加减法”式定制框架的选择结果基本类似，当允许被试者自行选择“定

制框架”时，更多的被试者选择了通过“升级”而不是“降级”来完成移动通信服务套餐的

定制。对于被试者所给出的选择 “升级”或“降级”的理由，频度分析结果与实验一基本

类似：选择“升级”定制的被试者大多给出了“价格便宜(51 人次)”、“空间/余地大、便于

控制（45 人次）”、“决策过程相对容易、轻松（41 人次）”等主要理由。而对于那些选择“降

级” 定制的被试者而言，“想获得高质量的服务套餐（29 人次）”、“感觉从豪华型开始定制

基础/第一印象好（22 人次）”是导致他们选择“降级”的最主要理由。 

对于分别选择进行“升级”和“降级”定制框架的被试者，他们在随后的旅游服务套餐

定制决策过程中的选择行为是否也会受到影响？我们对分别选择“升级”和“降级”定制框

架的被试进行了分组比较。分析结果如图 3 所示。自主选择“升级框架”的被试组在定制过

程中平均做了 5.20 次的“升级替换”；而自主选择“降级框架”的被试组仅做了 4.41 次的“降

级替换”，两者具有显著差异(t= 2.934, p<0.05)。同样，所定制出的套餐总金额也在两组中呈

现出了显著差异(t=5.974, p<0.001)，选择降级框架的被试所定制出的套餐平均总金额为

3433.23 元，而选择加法框架的被试所定制出的套餐总金额仅为 3101.13 元，相差约 332 元。 

图 3 实验二的结果 

此外，“决策结果满意”与“决策过程满意”方面的差异分析结果显示：选择升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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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试与选择降级的被试在决策结果满意(M 升级=3.81, M 降级=3.89)和过程满意(M 升级=3.67, M

降级=3.93)方面的差异均为不显著(t=0.096, t=1.427, p>0.1)。在定制所需时间方面，选择通过降

级框架进行定制的被试平均花费了 97.67 秒完成了套餐定制，而选择通过加法框架的被试平

均花费了 63.25 秒的定制时间，两者的差异显著（t=5.386, p<0.001）。 

4 结论 

4.1 研究发现及其意义 

产品定制情境下存在着“选项框架效应(option framing effect)” (Levin et al., 2002; Park et 

al., 2000)，但以往研究都是由研究者提供特定的某一个框架，让被试者在这个框架下进行产

品定制决策。当让消费者自由选择定制方案、形成自我框架时，是否会产生与传统选项框架

效应类似的影响尚不清楚。同时，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对 “加减法”式框架的分析，而对于

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升降级”式的框架在消费者定制决策中发挥怎样的作用，缺乏深入

探讨。 

本研究分别以移动通信服务和旅游服务套餐的定制为背景，通过两个实验对上述问题进

行了探索。研究发现：1）当让被试者从“加减法”和“升降级”定制框架中进行选择时，

选择通过“加法”和“升级”的方式来进行服务套餐定制的被试者数量要显著多于选择“减

法”和“降级”的被试者。也就是说，当让消费者自主选择定制框架时，相对于“牺牲效用

来换取经济价值”而言，他们更偏好“牺牲经济价值来换取效用提升”式的决策模式。2)

即便定制决策的框架(加减法)是由被试者自己决定的，它依然会对被试者随后的服务定制过

程中的选择行为产生与 Levin et al., (2002)、Park et al.(2000)研究中类似的影响：选择在“减

法”框架下完成定制的被试者，选择了更多的附加业务，最终定制出了更高总价格的服务套

餐。3)与“加减法”式定制框架所产生的效应类似，当被试者自主选择“升级”或“降级”

框架，并进行服务包定制时，他们的定制决策同样会受到之前所选择的框架的影响：通过“降

级”方式来定制旅游服务的被试者，在决策中“降级”的次数要显著低于采用“升级”方式

来定制的被试者所“升级”的次数，导致他们最终定制出的旅游服务套餐总价显著高与“升

级”定制者。4）选择“减法”和“降级”定制的被试者完成整个定制决策花费了更多的时

间，但无论是选择“加法”、“升级”的被试，还是选择“减法”、“降级”的被试，他们

对于定制决策的过程满意和结果满意都没有显著的不同。 

除此之外，我们在研究中还要求被试者在实验最后写出他们选择“加法、升级”和“减

法、降级”定制框架的理由。分析结果显示：1）对于“升级”或“加法”的选择而言，相

当多的被试者给出了“价格便宜”、“便于掌控”、“过程轻松”等主要理由。这里所包含

的信息可以理解为，一方面，“加法”和“升级”定制框架的起点价格相对较低，被试者更

愿意选择一个较低的起点价格(作为参考价格)来完成后面的定制决策。 另一方面，“加法”

和“升级”框架下，选项（水平）定制是一个从“无”到“有”、从“低”到“高”的过程，

不涉及到放弃某些已“有” 的、或“高档”的项目，因此更不容易产生因为放弃（或损失）

而可能导致的负面情绪。此外，这也反映了相比于“删减”和“降级”而言，被试者在“添

加”和“升级”某些项目时，更容易感知到决策自由和控制力。2）被试者选择“降级”或

“减法”的理由主要有 “想获得高质量的服务套餐”、“感觉从豪华型开始定制基础/第一印

象好”两个方面。可以看出，选择“减法”和“降级”框架的被试他们的关注点集中于服务

套餐质量和效用上面，他们把“完整（豪华）型服务套餐的效用（而不是价格）当作了进一

步决策的参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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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发现拓展了产品/服务定制情境下关于选项框架效应的现有研究，对于企业管

理实践也具有如下借鉴意义。首先，通过尽可能地使用“减法”和“降级”定制|的方式，

企业可以促使消费者定制出更高总价的服务套餐。但消费者并不愿意主动选择“减法”和“降

级”方式来完成定制。为此，企业需要在消费者选择之前转移他们对价格信息的关注，同时

强调服务效用的重要性，以促进更多的消费者主动选择“减法”和“降级”框架。其次，企

业也可以通过适当的激励机制来鼓励消费者选择“减法”和“降级”的定制方式。譬如可以

考虑对于那些选择“减法”和“降级”定制框架的消费者给予一定的奖品或折扣。考虑到“加

法”、“升级”与“减法”、 “降级”定制框架下消费者的决策过程满意和结果满意度并

无明显不同，所以也可以只给消费者提供“减法”或“降级“这一种定制方式。最后，实验

一中我们发现享乐属性强的选项更容易受到定制框架的影响。因此，让消费者以“减法”或

“降级”方式进行定制时，可以考虑在供选择的附加业务或属性当中，适当增加享乐型项目

的数量来提高定制产品的总价和利润。 

4.2 局限性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一是我们在研究中只是考察了被试者对于“加法、

升级”和“减法、降级”框架的自我选择行为，虽然也要求被试者写出选择的理由，但并没

有深入探讨框架的自我选择行为受到哪些具体因素的影响。对此问题的明确在理论上有助于

挖掘出消费者对不同框架的认知过程差异，在实践上有助于帮助企业对消费者的框架自我选

择行为施加影响，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第二，服务套餐定制过程中多个附加业务的选择（或调整）是相继发生的，因此各次的

选择或调整可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这种相继选择行为之间的彼此影响，有必要深入研究。 

第三，本研究发现自我选择不同定制框架的被试者在选择附加服务的数量和金额方面都

呈现出了显著差异，通过与金立印等(2008)将被试分别强制分配到“加法”和“减法”框架

下，让其进行定制决策的实验结果进行横向对比，我们可以间接推断本研究中所发现的这种

定制决策差异主要是来自于“加法(升级)”和“减法(降级)”两种框架本身差异的影响，而

并非由被试者对两种框架的偏好差异所导致。为了验证这一推断，需要进一步的实验来为这

种观点提供直接的证据。此外，后续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影响被试者自我选择“加法”或

“减法”框架的因素（如价格敏感、质量敏感、自我监控、调整焦点等），来揭示除了加法(升

级)”和“减法(降级)”两种框架本身的差异之外，影响消费者定制决策的其他心理变量。 

最后，研究中所使用的实验方法基于假想情境的模拟，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的服务定制

情境。并且被试均为MBA学员，可能在规模和代表性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虽然我们在实

验之前要求被试把它想象为一次真实的决策并强调他们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即便如此，

对于“决策过程满意、结果满意”、等问题的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仍可能受到影响。后续研究

可以通过尝试以真实消费者为对象，开展实地实验来获取真实的选择行为数据来对这一问题

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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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existing literature on option framing effect, participants are generally assigned to 

predefined customization frames (additive or subtractive), which implies participants are deprived 

of the opportunity to choose the frame they favor. However, there doesn’t appear to be inherent 

frames exogenous to real world decision making. The adaptive frame itself can be developed and 

selected by decision makers. The major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self-selected 

framing approach (subtractive vs. additive; upgrade vs. downgrade) on consumers’ choice in 

service package customization settings. Two experiments in the context of mobile communication 

service and travel service consistently produce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 More consumers choose 

‘additive’ or ‘upgrade’ frame to configure service package rather than ‘subtractive’ or 

‘downgrade’ frame. 2) Although consumers self-select the frame to work on, its effects on service 

package configuration still differ. Those who have chosen ‘subtractive’ or ‘downgrade’ frame 

tend to choose more service options resulting in higher total sum price in service configuration 

process. 3) Besides, consumers spend more time on decision making under ‘subtractive’ and 

‘downgrade’ frame. In terms of satisfaction involved in service configuration outcome and 

process, there a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additive (upgrade) and subtractive 

(downgrade) framing approaches. 4) Price concern, easiness to control, and negative emotion 

aversion are the major causes underlying consumer choosing ‘additive’ and ‘upgrade’ frame. In 

contrast, consumers’ concern over service quality and utility contributes to their preference over 

‘subtractive’ or ‘downgrade’ frame. Implications for marke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discussed. 

Keywords Option framing effect, Self-selected framing, Service package customization, 

Consumer decision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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